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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距离与员工建言意愿的关系研究
———家庭环境、学校环境与工作环境的视角

刘文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

摘　要：　本文对霍夫斯泰德权力距离指数经典衡量指标体系进行了适当改进，并基于此设计调查

问卷，结合对被调查对象建言行为的访谈，获取了１２３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线性回归得出结论：

构成权力距离的各项因素中，仅学校环境变量与员工的建言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而构成权力距离的

家庭环境及工作环境因素与员工的建言意愿均无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最后，从行为科学的角

度出发，对该结果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认为积极的教师行为会降低学生对权威的距

离感并影响其社会性的发展，进而提高其在工作中采取建言行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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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权力距离是指社会或组织对权力的分配，以及

权力较低者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它衡量

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属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特

征模型的一个维度（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ＧＨ，１９８３）。在权力

距离较大的社会中，上级拥有绝对的权威，下级对上

级有较高的敬畏和依赖性，并不倾向于与其讨论问

题或反驳上级；在权力距离较小的社会中，上级仍然

拥有权威，但是下属不会对其地位有畏惧心理，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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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级的依赖较少，上下级之间多用协商方式，并且

下级容易与上级探讨和反驳其观点。

组织中的边界主要包括四种，分别是垂直边界

（组织层级）、水平边界（内部成员的分隔）、外部边界

（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等外部支持者间的壁垒）以及

地理边界（文化壁垒）。现代企业应改造这些边界，

促进创意、信息和资源在组织中的流动（Ａｓｈｋｅｎａｓ

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组织的扁平化、去中心、无边界，实

际上是组织对互联网时代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的适

应策略，能够提升组织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赵曙明

等，２０１４）。因此，打破垂直边界具有必要性，而权

力距离则是构成垂直边界的要素中一项非常重要的

因素。员工建言属于组织公民行为的一种，其意愿

如何受到权力距离等因素的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

领域。但是，有关权力距离与员工建言意愿之间关

系的现有研究视角普遍集中在权力距离所可能导致

的结果上，而对于权力距离造成这类结果的原因的

定量研究则有所欠缺。本文试图从权力距离指标的

角度出发，以统计学方式探究这些指标与员工建言

意愿之间的定量关系，从而弥补相关研究的欠缺。

２　理论及问题

２．１　文献概述

权力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组织层级所固有

的元素，会影响许多组织过程和结果（Ｋｅｌｔｎｅｒ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权力距离会影响参与式决策、组织集中

化和组织内正式等级制度的层次（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ＧＨ，

２００１），并且与工作满意度、持续承诺、信任、一致性

等都有密切的关系（ＴａｒａｓＶｅｔａｌ，２０１０）。既有研

究的重要结论之一是权力距离越大，领导者对追随

者的影响就越大。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员工会更加

偏向领导者，表现为对领导者更加尊重、试图与其发

展更正式的关系，并在更大程度上内化领导者期望，

使其变为员工自身的动力（ＳｃｈａｕｂｒｏｅｃｋＪ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因此，权力距离会影响领导者和下属互动的

方式。例如，更大的权力距离环境下的员工不会认

为与管理者平起平坐是好事（Ｔｙ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０），这

些员工不会有明确的自我领导倾向，他们可能更偏

好命令和指导型的领导（Ａｌｖｅ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在高

权力距离的组织中，权力和绩效反馈机制都非常集

中（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１），下属和上级可能都会

认为越级向上反馈的行为是不适当的、不必要的并

且可能是对上级不尊重的一种表现（ＶａｒｅｌａＯＥ

ａｎｄＰｒｅｍｅａｕｘＳＦ，２００８）。具有这样认知的员工

对于向管理者进行反馈是有一定的排斥的，即使他

们愿意进行反馈，在高权力距离的环境下，方式也会

较为隐晦（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员工建言行为的意愿牵涉到组织内部的垂直边

界，与权力距离有密切的关系。由于权力本身会造

成社会距离的增大（Ｌａｍｍｅｒｓ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因此，

权力会对信息的流动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霍夫斯

泰德本人认为，信息的流动容易受到等级制度的限

制（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ＧＨ，２００１）。关于员工建言行为与权

力距离之间的关系，目前较为成熟的定量研究成果

是权力距离会对员工建言意愿造成影响。例如，有

文献认为，威权化的领导、权力距离和员工建言之间

呈显著的负相关（周建涛和廖建桥，２０１２）；王垒等

（２００８）的研究亦得到类似的结论，认为管理者的权力

距离与员工创造性观点的产生呈负相关；魏昕和张志

学（２０１０）通过模拟研究的方式，验证了权力距离倾向

与员工进行抑制性建言的负面预期呈正相关的关系，

这与严丹和黄培伦（２０１２）的研究结论相符；韦慧民和

龙立荣（２０１１）同样发现权力距离对下属的信息分享

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另有文献认为，权力距离可以

正向调节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程度（郭晓

薇，２００６）；威权式领导行为对高权力距离取向下属的

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面作用（张燕和怀明云，２０１２）。

可见，现有文献主要的研究视角集中在权力距离所导

致的结果上，鲜有文献提及构成权力距离的各个因素

是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

２．２　权力距离与组织内部信息的垂直传递

组织内部的沟通方式大致可以分为直线式、轮

式、全通道式等。建言行为的本质是一种垂直方向

上的正式或非正式沟通，表现为下属通过沟通渠道，

将自己关于组织的意见或看法传达给上级。信息的

流向是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的效率则受到信息源

编码、信道质量、噪声、接收者解码的影响（Ｒｏｂｂｉｎｓ

ＳＰａｎｄＣｏｕｌｔｅｒＭ Ｋ，２００４）。根据２．１节所述文

献的相关结论，权力距离越大，员工的建言意愿

越低。

由于员工建言意愿的降低可视为信息传递系统

的编码环节效率的降低，故员工建言意愿的降低会

导致整个信息系统的效率降低。存在权力距离时，

组织内信息垂直传递的模式和特点可由图１表示。

由于权力距离的存在，员工的建言行为减少，相

当一部分的信息不能正确地传递到上级那里，因此

建言意愿的降低同时导致了信息流动效率的降低。

在不存在权力距离的情况下，信息的传递是有效率

的，信息可以无阻碍地、正确地传递到上级那里；在

存在权力距离的情况下，来自信息源的信息会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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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一部分信息能正确地传递到上级那里，另一

部分的信息则不能正确地传递。图１中矩形的面积

反映出这两部分信息的相对大小是与权力距离有关

的。同时，无法正确传递的信息还会再分成两个部

分，其中一部分的信息会发生扭曲，以不正常的形式

（例如谣言或小道消息）传递到上级那里；同时，另一

部分的信息会丢失。信息扭曲和丢失的严重程度与

权力距离呈正相关。

图１　存在权力距离时组织内部信息的垂直传递

２．３　权力距离的经典衡量方式

霍夫斯泰德认为衡量权力距离的因素可总结为

一般规范、学校和家庭、工作环境和国家层面。以

这四个因素为基础，霍夫斯泰德建立了衡量权力

距离的经典指标体系，并且以权力距离指数对权

力距离进行定量描述，指数越大，则权力距离越

大。根据这一理论进行的大规模的调查获得了可

信的结果。中国大陆的权力距离水平在世界上处

于较前列，根据第２．１节和第２．２节可知，中国员

工的建言意愿应该是较低的，这与事实也相符合

（陈文平等，２０１３）。

２．４　研究问题和框架

根据２．１～２．３节，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

问题。

Ｑ１：在衡量权力距离的各项指标中，哪些指标

对员工的建言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Ｑ２：如果对员工建言意愿造成显著影响的指标

多于１个，那么它们各自的显著性是怎样的？

本文采用图２所示的研究框架。

图２　研究框架

３　指标建立

３．１　对权力距离经典指标体系的改进

由于霍氏指标体系的建立距今已有多年，文化

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

这一指标体系，在其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进。

霍夫斯泰德认为，衡量权力距离的家庭环境因

素主要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性（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Ｇ

Ｈ，１９９７）。在近年来关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研

究中，这一因素已经被逐渐细化（曾燕波，２００６；李

银河，２０１１；王金玲，２００９）。而在学校环境方面，

有关教师与学生之间平等性和互动性的研究也有了

很大的进展，较为重要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教师的语

言和非语言亲和力对学生的影响（ＧｏｒｈａｍＪ，１９８８；

ＭｃＣｒｏｓｋｅｙＪＣｅｔａｌ，１９９５）。同时，教师的教学态

度和为人方式也非常重要（Ｚｈ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在工作环境方面，霍夫斯泰德主要着眼于等级制和

集权的影响，这一部分的研究目前已有相当的扩充。

组织中决策权的归属属于集权视角，表现为权力在

决策者手上的集中和决策者对实施者的态度（Ｈｕｉ

Ｍ 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Ｂｒｏｃｋｎｅｒ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ＧＨ，１９８３）。领导者的权威则是下属对决策实施

的保证（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ｄＢｅｇｌｅｙＴＭ，２０１１；Ｂｒｏｃｋｎｅｒ

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ＤｏｒｆｍａｎＰ Ｗ ａｎｄ ＨｏｗｅｌｌＪＰ，

１９８８）。

整合以上研究成果，本文对霍夫斯泰德权力距

离经典衡量指标进行了改进，着眼于家庭、学校和工

作场所三个环境，得到改进的权力距离衡量指标体

系如表１所示。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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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改进的权力距离衡量指标体系：家庭、学校及工作环境的影响

指标 主要表现 表现特征（二分量） 来源

家庭环境 父母和子女 鼓励孩子发表意见 李银河，２０１１

相互平等 制定家规约束孩子 曾燕波，２００６

性别平等 王金玲，２００９

父母教育子女要服从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ＧＨ，１９９７

子女认为尊重父母是基本美德

学校环境 教师亲和力
语言亲和力，例如教学以教师自身为例、鼓励学生发表意见、教学语言幽

默、询问学生对作业的态度等
ＧｏｒｈａｍＪ，１９８８

非语言亲和力，例如运用手势、与学生有目光交流、微笑、教学姿态自然

大方、声音富有表现力等
ＭｃＣｒｏｓｋｅｙＪＣ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教师态度，包括对学生一视同仁、对学生尊重、平易近人 Ｚｈ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２００７

工作环境 决策权 组织中较低层的人应无条件接受高层的要求 ＨｕｉＭ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组织高层成员应全权负责为低层人员制定重要决策

决策者应有独立决策的能力，不用和他人讨论 Ｂｒｏｃｋｎｅｒ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一旦顶层决策者制定了决策，任何组织成员均不得质疑

决策权非常集中，分权极少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ＧＨ，１９８３；

领导者权威 在与工作相关的事务上，管理者有权使下属全部服从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ｄＢｅｇｌｅｙＴＭ，２０１１

即使员工认为目前的规则不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规则也是决不允许被

破坏的

员工不被允许挑战领导者权威 Ｂｒｏｃｋｎｅｒ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管理者的权威对保证工作的效率总是有必要的 ＤｏｒｆｍａｎＰＷａｎｄＨｏｗｅｌｌＪＰ，１９８８

员工认为最好不要质疑领导者的决定 Ｂｒｏｃｋｎｅｒ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员工最好不表现出对领导者的不满和分歧

３．２　员工建言意愿的衡量

员工的建言行为可分为促进性建言和抑制性建

言两类，促进性建言指的是表达改善当前现状的想

法和意见，抑制性建言则是指出现存或潜在的问题

（Ｌｉ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在设计衡量员工建言意愿的

方法时，应考虑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建言意愿分别

进行分析。建言意愿衡量采用二维量表，共１０个表

现特征（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如表２所示。

表２　衡量员工建言意愿的量表

指标 表现特征

促进性建言意愿 针对可能影响组织的问题，积极提出建议

提出对组织有益的新方案

提出建议以完善组织工作程序

提出改善组织运作的建议

提出建设性意见以帮助组织实现目标

抑制性建言意愿
诚实提出可能导致组织严重损失的问题，

即使存在不同意见

敢于指出组织中影响工作效率的因素，并

且不怕使他人尴尬

组织出现问题时敢于指出，即使这将影响

与其他同事的关系

积极指出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合作性的问题

建议其他组织成员反对影响组织绩效的不

良行为

４　数据分析

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１４２份，回收１４２份，回收

率为１００％。其中，有效问卷１２３ 份，有效率为

８６．８２％。排除无效问卷的依据为答题时间小于

１００秒、答题有明显的规律性、连续１０道及以上问

题选择同一答案。本文的调查对象所从事的行业涉

及医疗、金融、制造、教育和零售业。根据段锦云和

魏秋江（２０１２）以及周建涛和廖建桥（２０１２）的类似调

查，其调查对象涵盖多种企业类型和员工阶层，涉及

化工、电子、纺织、机械、医药、房地产、零售和金融等

主要行业，调查对象泛指所有的工作者，因此，本文

的调查对象选择是合理的。

４．１　信度与效度检验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了信

度分析、效度分析、因子分析及共线性诊断，根据共

线性诊断结果排除相关性强的观测变量后，主要统

计学指标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结果表明数据具有

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表３　对指标体系的信度、效度及共线性检验结果

变量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ＫＭＯ值 ＶＩＦＭＡＸ

家庭环境 ０．６６３ ０．７２８ １．５００

学校环境 ０．８２３ ０．８０９ ２．０２８

工作环境 ０．８７８ ０．８３９ ２．５４９

促进性建言意愿 ０．８６０ ０．８３９ ２．１７８

抑制性建言意愿 ０．８４０ ０．８２６ ２．０９１

　：ｓｉｇ＜０．０１

４．２　回归结果

使用线性回归将４．１节的变量检验以下模型：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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狔１（狓１，狓２，狓３）＝犪１狓１＋犫１狓２＋犮１狓３＋犱１＋ε１

狔２（狓１，狓２，狓３）＝犪２狓１＋犫２狓２＋犮２狓３＋犱２＋ε２

其中，狔１（狓１，狓２，狓３）是员工促进性建言意愿，狔２（狓１，

狓２，狓３）是员工的抑制性建言意愿，狓１，狓２ 和狓３ 分别

为教师语言亲和力和非语言亲和力，犱为常数项，ε

为随机干扰项。得出的结果如表４至表７所示。

表４　模型汇总：促进性建言意愿

犚２ 调整犚２ Ｓｉｇ 犉值 残差平方和

０．２２４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０ １１．４６１ ９４．６５２

表５　系数：促进性建言意愿

自变量 系数 狋值 Ｓｉｇ 容差 ＶＩＦ

家庭环境 ０．０３１ ０．３０６ ０．７６０ ０．６４０ １．５６２

学校环境 ０．４５１ ４．４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０ １．５６３

工作环境 ０．０２９ ０．３５４ ０．７２４ ０．９８９ １．０１１

　Ｓｉｇ＜０．０１

表６　模型汇总：抑制性建言意愿

犚２ 调整犚２ Ｆ值 残差平方和

０．２３０ ０．２１１ ０．０００ １１．８７９ ９３．８８４

表７　系数：抑制性建言意愿

自变量 系数 ｔ值 犛犻犵 容差 犞犐犉

家庭环境 ０．１４７ １．４５８ ０．１４７ ０．６４０ １．５６２

学校环境 ０．３７６ ３．７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０ １．５６３

工作环境 ０．０１６ ０．１９３ ０．８４８ ０．９８９ １．０１１

　犛犻犵＜０．０１

４．３　模型检验

４．３．１　犉检验和狋检验

犉检验：分别以促进性建言意愿和抑制性建言

意愿为因变量的两个线性回归模型，犉 值分别为

１１．４６１和１１．８７９，拒绝参数为０的虚无假设，说明

列入模型的各个解释变量（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工

作环境）联合起来对因变量（建言意愿）有显著影响。

狋检验：对回归参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在抑制性

建言意愿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学校环境变量具有

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性（Ｓｉｇ＝０．００），系数为０．４５１；

类似地，在抑制性建言意愿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学校

环境变量具有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性（Ｓｉｇ＝０．００），系

数为０．３７６。

这一结果表明学校环境变量与促进性建言意愿

和抑制性建言意愿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家庭

环境和工作环境变量在这两个模型中均不具备０．０５

水平上的显著性。

４．３．２　残差检验

以离群值３个标准差为标准进行残差检验以排

除异常残差，结果如表８和表９所示。

表８　剔除异常残差：促进性建言意愿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残差 １．９８ ３．８９ ０．００ ０．８８１

标准残差 ２．２２ ４．３６．０００ ０．９８８

Ｓｔｕｄｅｎｔ化残差 ２．３１ ４．５０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９

已删除的残差 ２．１４ ４．１５ ０．００３ ０．９１９

Ｓｔｕｄｅｎｔ化已删除的残差 ２．３５ ４．９２ ０．００４ １．０３１

表９　剔除异常残差：抑制性建言意愿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偏差

残差 ２．４１ ２．８７ ０．００ ０．８８

标准残差 ２．７１ ３．２３ ０．００ ０．９９

Ｓｔｕｄｅｎｔ化残差 ２．８４ ３．３４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７

已删除的残差 ２．６５ ３．０６ ０．００３８ ０．９１２

Ｓｔｕｄｅｎｔ化已删除的残差 ２．９３ ３．４９ ０．００ １．０１７

４．３．３　模型调整

根据表１０和表１１，删除所有的异常残差（第７

个和第４７个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１０

至表１３所示。

表１０　调整残差：促进性建言意愿

犚２ 调整犚２ Ｓｉｇ 犉值 残差平方和

０．３００ ０．２８２ ０．０００ １６．７０６ ７２．４０１

表１１　调整残差后的系数：促进性建言意愿

自变量 系数 狋值 Ｓｉｇ 容差 ＶＩＦ

家庭环境 ０．０２０ ０．２０２ ０．８４０ ０．６２８ １．５９２

学校环境 ０．５５９ ５．７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７ １．５９８

工作环境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９ ０．９６１ ０．６２６ １．０１４

　Ｓｉｇ＜０．０１

表１２　调整残差：抑制性建言意愿

犚２ 调整犚２ Ｓｉｇ 犉值 残差平方和

０．２６９ ０．２５０ ０．０００ １４．３３７ ８３．６７０

表１３　调整残差后的系数：抑制性建言意愿

自变量 系数 狋值 Ｓｉｇ 容差 ＶＩＦ

家庭环境 ０．１１１ １．１０９ ０．２７０ ０．６２８ １．５９２

学校环境 ０．４４４ ４．４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７ １．５９８

工作环境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１ ０．９５９ ０．６２６ １．０１４

　Ｓｉｇ＜０．０１排除异常残差后，拟合优度得到了提升，犉值亦有相

应的增大，模型仍然通过犉检验，三个自变量中仅学校环境变量通

过狋检验，与调整残差前的结果相同，可见异常数据不会影响系数的

显著性。

４．４　模型结果

４．４．１　促进性建言意愿

拟合优度：犚２＝０．３，表明促进性建言意愿变量

３０％左右的变化可由权力距离解释，另有７０％左右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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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由其他因素解释。

系数：在构成权力距离的三个主要因素中，学校

环境变量具有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性（Ｓｉｇ＝０．００），

系数为０．５５９，表明学习环境变量与促进性建言意

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变

量均不具备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性。

４．４．２　抑制性建言意愿

拟合优度：犚２＝０．２６９，表明抑制性建言意愿变

量２６．９％左右的变化可由权力距离解释，另有

７３．１％左右的变化由其他因素解释。

系数：在构成权力距离的三个主要因素中，学校

环境变量具有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性（Ｓｉｇ＝０．００），

系数为０．４４４，表明学校环境变量与促进性建言意

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变

量均不具备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性。

５　推论

５．１　基于模型的结论

根据第４节的结果，可得到以下两个主要结论：

（１）在影响员工促进性建言意愿和抑制性建言

意愿的因素中，权力距离因素分别可解释３０％和

２６．９％的因变量波动，剩余７０％和７３．１％的变化由

其他因素解释；

（２）学校环境对员工的建言意愿具有显著的正

相关性，而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与员工的建言意愿

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问题１和２均得到回答。

５．２　对模型结果的讨论

（１）在本文所得到的结论中，家庭环境和工作环

境从线性模型中被排除，但由于本文仅从权力距离

视角出发去探索这两个变量对员工建言意愿的影

响，故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家庭和工作场所对员工

的建言意愿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工作环境中的支

持性组织氛围对员工的建言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朱一文和王安民，２０１３）、扁平化组织结构和正式

沟通渠道可以促进员工的建言行为（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Ｅ

Ｗ，２０１１）等。但这些变量本身并不属于构成权力

距离的因素，因此在本研究中并不涉及。

（２）有关员工建言意愿的来源，除本文所讨论的

权力距离因素外，学界也已有较多的结论。例如，建

言角色认同和自我效能感从自我认知视角对建言行

为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段锦云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５）；教

育水平、管理开放性认知和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对员

工建言有显著的预测效应（周建涛和廖建桥，

２０１３）；另有学者将个体因素、团队因素、组织因素和

组织结果进行了整合分析（许龙等，２０１６）以期获得

综合定性模型。这些研究视角所得的结论有助于解

释除权力距离因素之外建言意愿的来源。

（３）衡量学校环境潜变量的观测变量主要涉及

教师的亲和力以及对学生的尊重程度，而学校环境

变量与员工的建言行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

在学生时代，教师的亲和力越高、对学生的尊重程度

越高，将来该学生在工作场所的建言意愿就越高。

本文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做以下讨论。

关于教师行为对学生的影响，相关文献给出了

翔实的结论。例如，在教学活动中，语言亲和力高的

教师善于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意见（ＧｏｒｈａｍＪ，

１９８８）、非语言亲和力高的教师则会利用微笑和幽默

拉近与学生的距离（ＭｃＣｒｏｓｋｅｙＪＣｅｔａｌ，１９９５）。

班主任的民主行为与学生对学校的适应程度呈显著

的正相关（廉串德和郑日昌，２００２），在民主的教学

氛围中，学生较易获得自信、自尊和成就感。而教师

对学生的尊重以及学生的自尊则可以激发学生的能

力（李嘉曾，２００８），这也是学生对教师的普遍期望。

学生对教师的期望主要是积极的关爱、鼓励及耐心，

这些因素不仅对学生自我认识的过程起到了显著的

影响，而且对其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也极为显著（郑海

燕，２０１０）。由于教师行为是学生发展的外在依据

（高巍，２０１２），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会成为学

生行为的参考，这些积极的教师行为在学生时代会

降低学生对权威的距离感。学生的这一认知会影响

其社会性的发展，在本文语境中的表现即为提高其

在工作中采取建言行为的意愿。

６　结语

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对霍夫斯泰德权力距离指

标进行了有效的改进，并基于此进行问卷收集和数

据分析，获得了有说服力的结果。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四点：

（１）对霍夫斯泰德权力距离经典指标进行了有

效的改进，为将来与权力距离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

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２）在理论上找到了对员工建言意愿影响最显

著的权力距离因素，为员工建言机制方面的定量研

究进行了补充；

（３）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对学校环境变量促进员

工建言意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对这一现象

提出了合理的解释；

（４）在实践意义上，指出了学校环境对人们工作

中行为的显著影响，结论对教育机构制定教学内容、

师范类院校对教师人才的培养、高校就业指导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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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以下三点：

（１）本文仅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证明了权力距离

因素中家庭环境、工作环境对员工建言意愿没有显

著影响，但未能从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找出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２）没有考虑某些变量的中介和调节效应，模型

较为简单；

（３）样本个数为１２３，数量偏少。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针对本文所提到的不足进

行深入探讨。例如，为何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对建

言意愿无显著影响？造成这种违反直觉的现象的心

理学原因是什么？是否可找到一种心理学实验方

法，从实证的角度找到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和证据？

这些是未来可进行深入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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